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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名人理论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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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红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名人，随之而来的网红经济成为一种

新的电子商务模式。网红和网红经济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学者对它

们的关注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名人理论的视角下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网红和网

红经济进行了评析。本文梳理了网红发展史，剖析了网红经济现象，分析了影响网红出现和发

展的因素，并探讨了网红与网红经济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本质。本文为未来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地研究网红和网红经济打下了理论基础，并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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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网红”是指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媒介出名的人，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新型名人。网红的出现

既丰富了名人理论的内涵，也拓展了其外延。随网红而来的“网红经济”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电

子商务模式，它有可能颠覆以往依靠不断增加新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刘英团，

2017）。网红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模式，是一种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精准营销方式，主要是

指网红自身或者网红背后的操控者利用其公众影响力和知名度，采取一定的变现渠道来获取

经济利益，其范围可以延伸至以网红为核心的整个产业链条（赵茹和张楠，2016）。正因为网红

和网红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所以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还比较

少，仅有的研究多集中于现象的描述与现状的调查。

本文在名人理论的视角下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对网红和网红经济进行评述，分析了网红

和网红经济出现与发展的原因，并探讨了网红和网红经济的本质。名人是指因其知名度而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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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人（Boorstin，1987），他们/她们可能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知名度”。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的今天，网络成为人们获取“知名度”的一个崭新而重要的途径，网络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前所

未有的进入名人世界的机会，网红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她们通过新的媒介技术自行制造

知名度（Turner，2006）。网红诞生于20世纪末期，迄今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网红，第三代网红具有

更强的流量变现能力，并催生了网红经济这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经济形态和营销现象。网

红作为一种新型名人，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社会空间拓展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兴起的背景下出

现并快速发展的，从网红出现的载体来看，网红是一种媒介现象，而从网红和随之而来的网红

经济所产生的名人效应、社会影响力和经济价值来看，其更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

本文运用名人理论对网红和网红经济进行分析，既为网红和网红经济的研究找到了一个

重要的理论视角，也拓展了名人理论在现当代的发展空间。首先，本文为网红和网红经济提供

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为未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结合社会学和

经济学两种分析视角，可以帮助研究者拓宽研究思路；最后，本文提出的研究展望可以帮助研

究者发现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

二、  网红发展史与网红经济的内涵

网红泛指在互联网上因现实生活或网络生活中的某件事或某个行为而引发众多网民关注

的人或物（蔡晓璐，2016），其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出现，而网红经济则是在2015年淘宝召开

的“网红现象研讨会”中才被提出的一个新的“互联网经济形态”（徐劲亚等，2016）。由于网红经

济提出的时间较短，且是从业界发端起来，因此学术界对其还没有较为统一的界定。目前对于

网红和网红经济的研究较实践而言发展相对缓慢，以下就通过已有文献回顾网红的发展史，并

从特点、出现原因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分析网红经济的内涵。

（一）网红发展史

我国最早的一批网红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期，一批网络写手们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个人

形象传播，并在网络上走红，最后通过书籍出版和网络付费阅读的方式实现流量变现，媒体和

学者们将此类人称为“网红1.0”（杨庆国和陈敬良，2012；郑文聪，2016）；2005年前后，网络上出

现了一批通过噱头和“审丑”的网红们，他们以“图片+文字”的方式通过网络炒作并在网络社区

上出名，这部分人被称为“网红2.0”（杨庆国和陈敬良，2012）；从2008年以后开始各领域的达人

们纷纷以“视频+图片+文字+直播”形式在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进行自我展示，“网红3.0”出现，

第3代网红有着更加丰富的变现方式，并呈现出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模式（见表1），这是其区

别于前两代网红的典型特征（杨庆国和陈敬良，2012；Turner，2014；孙妤，2016）。

三代网红的发展史其实也就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缩影。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网红1.0与
2.0和网红3.0在流量变现方式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区别，网红1.0和2.0主要是停留在人气、知名度

和热点事件之上，变现方式匮乏而单一；然而，网红3.0则是在移动支付技术成熟与社交平台和

表 1    三代网红的出现及其特征

时　间 成名方式 形象载体 变现方式 寄生平台 代表人物

网红1.0 20世纪末
21世纪初

文字创作才
能

文字
出版书籍、付
费阅读

BBS论坛
痞子蔡、安妮宝
贝、当年明月

网红2.0 2005年前后
噱头、审丑、
与众不同

图文并茂
出席商业活
动

网络社区
芙蓉姐姐、犀利
哥、凤姐

网红3.0 2008年至今 行业达人
视频、图片、
文字

电商、广告植
入、打赏

微博、微信
后舍男孩、胡戈、
张大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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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平台实现无缝对接的背景下可实现多元化的粉丝与热度变现方式。因此，网红3.0是在万

物互联时代有着全新规则与标准的新产物，是具有变现能力和巨大商机的“互联网经济新形

态”，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亲自为淘宝“网红经济”代言，力挺“网
红经济” （杨庆国和陈敬良，2012；海纳百川，2016）。

（二）网红经济内涵

虽然上文提及网红是具有变现能力和巨大商机的“互联网经济新形态”，“网红经济”这个

词也应运而生，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类型来看，例如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等，这些

时代的社会经济主体都具有提供产品并完成价值交换的能力，其一般都是某一个时期或者某

一个地区的主要产品的生产与交换方式（Pine Ⅱ和Gilmor，1998）。而“网红经济”尚不具有这样

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其不生产产品，另一方面其更不能独立实现价值的交换，不能够被称为一

种人类经济发展类型。网红经济本质上其实只是一种商业模式，是一种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

精准营销方式（赵茹和张楠，2016）。
网红经济之所以能在最近两年出现并快速、蓬勃发展，微博CEO王高飞认为其主要原因在

于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好的内容创作者通过社交传播平台，有机会低成本获得规

模化的精准粉丝；泛娱乐化的消费方式正越来越成为我们整个社会销售的中坚力量；现实社会

中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消费升级带来的商业化红利，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钟情于个性化的

消费方式，网红就成为分配个性化社会标签的重要方式。网红经济的出现改变了很多行业的生

态链，网红们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优势，直接跳过传统的造星培养模式，以及漫长的培养时间，迅

速碾压传统的成名与吸金机制（李原，2016）。由此看出，实际上网红经济可以被看成是粉丝经

济的升级版，具体而言网红经济是粉丝经济中以偶像为核心的明星经济的升级版（蔡骐，

2015）。首先二者具有一些相同的特点：网红经济的核心“网红”与粉丝经济中的核心“偶像”都
是名人，当然粉丝经济中核心偶像也可能是“品牌”；无论是网红经济还是粉丝经济实际上都是

一种情感经济（Jenkins，2006），消费者会将对网红和偶像的喜爱之情商品化，将情感转化成为

商品，粉丝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与情感方面的诉求（李文明和吕福玉，2014）；两种经济中

的粉丝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在消费过程中有更大的主动权，他们能够与名人进行实时互

动，甚至直接接触。但网红经济较粉丝经济又有一些区别，主要区别在于网红经济的核心是通

过网络出名的新型名人，消费者的信任和消费都是“由人及物”的过程；网红经济中出现了一些

粉丝经济中不曾有的商品销售方式，比如网红订制产品，以女装网红为例，由于他们很多是时

尚界人士，因此他们对于服饰流行趋势有着更新更快的咨询，他们会对一些大牌进行改款，并

与粉丝互动、反馈并发布新品，对于那些粉丝反映良好的产品进行委托打版、备货、上架、下单

和配送，最终将网红同款送至粉丝手中（丁毓，2016）；网红经济中粉丝对于网红的情感寄托，较

粉丝经济更多地表现出了个性化的特点，不同的网红会由于其个性、年龄、兴趣爱好和品位等

不同聚集一大群有鲜明个性特点的粉丝，比如张大奕主打个性牌，无论是微博言论还是网店商

品都展现出了她直率的个性；而赵大喜则主打亲民牌，她更愿意去与粉丝分享自己的家庭生

活，甚至经常会与粉丝进行线下互动。

从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的发展过程来看，一般遵循这样的逻辑：首先，通过微博认证行业

达人的博主，通过在网上直播自己的日常，分享自己在某一领域的经验的方式积累大量的粉

丝；然后，根据自己的专长开设了相关的网络店铺；最后，这些网红们将粉丝流量变成了实在的

销售业绩，这时微博和网店成为共同吸引和维护粉丝与消费者的平台。与传统的电商相比较

（见图1），网红电商具有店铺流量大、流量获取成本相对低、消费者（粉丝）忠诚度高、低库存率、

选款能力强和市场反应迅速的特点，其中高忠诚度消费者（粉丝）和高店铺流量是其中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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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因素，也是网红电商最鲜明的特点和良好销售业绩的保证。但在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的背

后也存在一定的隐忧，例如品牌脆弱、过度依赖网红个人、缺乏专业管理团队、供应链管控能力

相对不足和模式容易被复制等问题。

综上所述，狭义的网红经济是一种互联网环境下的精准营销模式；而广义的网红经济则包

括了网红孵化、服务、平台、变现及变现模式涉及的全产业链及其相关因素，这些环节上所开展

的一切经济活动和市场行为都可以称为网红经济。尽管“网红经济”其实并不是与工业经济、农

业经济相等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红经济的出现正悄然改变着娱乐业、文化

业和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生态链。

三、  名人理论与新型名人

（一）名人理论及其内涵与发展

“名人”最早出现于19世纪民主文化和公共领域的话语实践以及文化产业和大众受众兴起

的过程中（Marshall，1997），Gamson（1994）认为“名人”的出现应该归结于好莱坞早期的制片厂

制度，引入名人是制片厂的促销手段，是用于与其他制片厂的作品相区隔的方式。世界上第一

个名人是美国早期电影演员Mary Pickford，他在1916年6月24日与Adolph Zukor创办的电影公

司签订了一份价值百万美元的电影合约，从那一刻起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名人”，Mary
Pickford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名人”（Schickel，1985）。至此，名人开始广泛出现在电影电视

领域，并逐渐扩展到了体育、文艺、文学甚至是社会其他领域。1961年Boorstin在美国文化的批

判性研究中提出，名人是指因其知名度而被熟知的人，这成为被引用的最多并被普遍认可的名

人的定义。Boorstin在其研究中批判了当代美国文化存在根本上的不真实性，他认为美国文化

被所谓“虚假事件”的媒体呈现所日益控制，名人就是由媒介打造的人物性虚假事件。

Boorstin的定义虽然被广泛引用，并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但却具有一定的贬损性。之后，学者们

在名人定义中继续补充强调了名人的个体性，认为名人是那些具备一定内在特质，或具备技能

性、真实性、明星力或超凡个人魅力的个体（Rojek，2001）。
名人能够被生产、消费、敬仰和崇拜（Cashmore和Parker，2003）。名人理论的内涵从第一个

名人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发生着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资本转化的能力、方式和对商品价值的影

响。首先，名人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合理的“按劳分配”关系在相关领域开始失效，“名人”这一身

份本身从所付出的努力和内在的衡量尺度中单独脱离出来为名人本身带来经济回报，名人身

份成为一种符号资本，并具备转换成其他资本的能力。其次，名人身份转换成其他资本的能力

主要在吸引社会和消费者的注意力上，因此“吸引”成为了产生各种商业价值的基础，也是名人

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名人的经济价值有诸多表现，名人产品、名人广告、文化市场、体育市场

自我呈现
粉丝获取
与维持

社交媒体平台

网红身份
品牌化

个人品牌
商品化

开设网店
商品销售

商业信息植入

巩固身份和地位

 
图 1    网红的商业模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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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媒体市场等都与名人密切相关（张雷，2002）。“注意力的获取能力”就是名人价值转换的衡量

标志，名人也就成为了“获取注意力”的载体，同时名人也是一种观众聚集机制，这种机制对于

商业化流行文化的生产至关重要（Collins，2007），无论是作为能力体现还是作用机制，名人经

济价值最终必须体现在“观众”上。最后，名人不仅能够通过为自己创造观众和市场带来经济效

益，也能通过其对观众注意力的获取为相关商品带来更高的认知度与价值体现，例如传统名人

代言产品便是最基本的方式，名人将个人品牌通过授权用于某些产品品牌或企业品牌，构成

“名人品牌—产品品牌”的联合品牌，名人代言改变了原产品的品牌信用度，从而影响了消费者

的选择以及选择成本，最终实现了代言品牌的市场与经济效益（曹琳和孙曰瑶，2011）。
同时，名人理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下，其内涵正在为适应这些变化不断

丰富和发展。例如，名人的“生产”过程的变化，随着名人影响力的与日俱增，社会对于名人的价

值的挖掘不断深入，这时名人形象需要更加专业的塑造，正如Gamson（1994）所说由身体、技能

和心理构成的名人个体只是名人形象的基础，完美名人形象的打造还需要通过名人产业的参

与共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名人产业得到了井喷式发展，全球化为媒介和娱乐行业带来

两大趋势：大型媒体集团的垄断性和集团内业务的聚合性。垄断和聚合的结果是相同内容需要

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进行输出，在这种垂直整合的情况下，“名人”是非常有效的、甚至是最好

的跨媒介连接方式，可以帮助媒介产品实现在不同媒介形式和输出系统之间的流程转移。比如

体育产业需要大量的体育明星将观众引入不同的消费制度下。另外，技术的革命使名人走向了

“平民化”，在传统的名人概念之下，媒介集团是名人知名度的打造主体，他们控制着普通人进

入名人世界的入口。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普通人早已冲破了媒介集团控制的名人世界，

名人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名人不再局限于那些具备一定内在特质，或具备技

能性、明星力或超凡个人魅力的个体（Rojek，2001），名人的生产也不再被大众传媒渠道所垄

断。正如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Andy Warhol在1966年预测的一样“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

15分钟”，名人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Membery，1998）。
未来，名人理论必将在社会的进步历程中继续发生着变化。随着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

其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注意力吸引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传统名人内涵既需要强调个人主体

能力在其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有用性，也有必要纳入更多的建构层面，包括媒介、公众和名人产

业等（Driessens，2010）。Gamson（2011）在名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背景下将名人进行了进一

步划分，他认为现当代的名人可以分为传统名人、真实名人和网络名人。与传统名人相比较，真

实名人和网络名人可以被称为新型名人。

（二）网络时代下的新型名人

Andy Warhol在1966年指出“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之后他又说“每个人都可能在

15分钟内出名”，当代音乐家Momus在1991年补充到“未来，每个人都会对15个人出名”。正如两

位所说，“名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媒体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已经进入了平民世界，相继出现

了以下几种新型名人（见表2），分别是一次性名人、微名人和自名人。无论是从名人的生产方式

还是展示方式来看，在我国出现的网红都属于“自名人”的范畴。与国外多种新型名人共存的状

态不同，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作为“自名人”的网红是我国最主要的新型名人，这也是本研究的

主要对象。

欧美国家这些种类繁多的新型名人，特别是网络时代产生的新型名人更多依靠商家赞助、

广告、参加公关活动以及分享品牌股权来获得经济收益。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新型名人与广告

主或品牌方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主要依靠“名人品牌—产品品牌”的方式来实现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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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而在中国，巨大人口基数为网红的价值转移和资本变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方式，除了赞

助和代言等方式以外还有依靠粉丝打赏、付费和电商三种方式。其中网红成为电商通过网络售

卖相关商品成为了网红经济现象发展的一个相对高级阶段，也是我国的一个特殊经济现象，这

时网红的身份不仅仅是新型名人更是一个个体创业者，其与销售的产品品牌融为一体而存在，

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网红电商目前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具体表现在：从2015年
到2016年网红电商店铺销售规模翻倍；以女装为主的产品销售迅速向其他生活消费领域扩张；

新浪微博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之一宣布推出网红电商平台；淘宝专门为网红开设

IFASHION平台；预计的电商网红价值将逐年攀升。

四、  网红出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网红的出现固然是因为媒介资源的可得性增强，但若仅将其流行归因于技术层面则有失

偏颇，它们是多种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已有研究将从技术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

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技术发展为网红的产生提供了硬件支持

从技术层面来讲，移动互联网为网红的产生提供了硬件支持。2010年后，移动互联网在我

国形成了飞速增长的态势，随着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各种社交APP的层出不穷，视频和

直播等表达性技术手段成为可能。此时，再现性媒介①的代表，如电视、电影等，不再能够为我

们的文化需求继续生产出深层结构产品。而相较于再现媒介，Marshall（2010）认为以网络为代

表的社会化媒体是一种表演性媒介，这种媒介上的自我表达不同于以往再现媒介所启用的方

式，其科技的可见性确保任何用户都有一类观众，这些观众就是公众的构成。表演性媒介带来

了一种新的“表现文化”，取代了之前的再现文化体系，在这种文化中，个人不仅把自我的公众

呈现作为自我知名度的生产方式，而且还抓住了控制这一生产过程的机会。

（二）社会空间的拓展为网红的产生提供了实现途径

从社会层面来讲，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打破了媒介的垄断，为网红出现提供了实现途径。

在再现媒体时代，社会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集权式控制甚至是操纵式控制，普通人要进入公

共空间是很困难的。然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在表现文化的情境下，公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

展，Turner（2014）将这种公共空间的变化称为“通俗化转折”。在公共空间得到极大拓展的情况

下两种趋势更是增加了我们对于媒介垄断局面可能发生改变的乐观态度，一是媒介的解放，特

别是媒介生产场所的大量增加和非传统性媒介内容输出系统的加强，使得成名的机会已经超

出了精英阶层而成为更广泛的全体人民可实现的预期；二是个人作为媒介产物消费者角色的

解放，现在名人生产过程的权利关系发生了变化，消费者的角色被加强，公众对于成名过程的

控制权增加了。媒介行业虽然生产制造了名人并将其置于货架之上供消费者购买和消费，但最

表 2    现当代主要的新型名人类型及其特点

新型名人 特点分析 代　表 出处与时间
一次性名人 成名迅速、媒介文化生产的偶然产物 电视真人秀“生产出的名人” Rojek（2001）
微名人 自我生产、多元传播载体、观众即为粉丝 视频女孩 Senft（2008）

自名人
有组织的生产和打造、多元网络平台载体、
聚集粉丝、流量变现

网红 Turner（2014）

①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在《传播学研究概论》（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1982）一书中将媒介分为三类，包括表演性媒
介和再现性媒介。再现性媒介（representational media）是指在一定文化或美学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文本”，诸如书籍、绘画、照片等，这些“文本”
是传播者的作品，并独立于传播者。再现性媒介，是在一定文化或美学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文本”，诸如书籍、绘画、照片等，这些“文本”是传播
者的作品，并独立于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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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需要顾客对名人商品进行挑选和筛检，也只有顾客才能决定他们是否会星途闪耀及恒久

（Alberoni，1972）。另外从社会层面来讲，对名人符号的狂热消费是人们进行社群缺失的补偿

方式之一。在这一消费过程中，人们不断对那些满足个人需求的、特定的名人进行关系投资。事

实上，人们正是在使用名人作为一种构建新维度社群关系的方式。

（三）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网红的出现提供了原动力

从个人层面来讲，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网红的出现提供了原动力。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个

人将自己打扮成多元价值的维护者，因为它所推崇的市场鼓励了个人的自我选择（Jones，
2012），目前网络传播中各种类型的社交媒体都鼓励个人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展示和推广，

从而实现博取观众眼球，争取注意力的目的。而在这些媒体的鼓励之下，现代人对于声誉的渴

望成为了一种完美的合理性冲动（Braudy，1986）。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成名不仅提供了

媒介上的高度可见性，而且还会对自我缺陷进行修饰，使自我呈现完美化；第二，成名是对个人

的自我证明，这种自我求证的欲望由来已久，媒介为人们提供了站在舞台上自我表演的奇幻

感，这种奇幻能让人产生自我现实身份的逃离，也能帮助人们跳出布迪厄所谓的社会区隔；第

三，成名还可以实现资本形式的转换（Gabler，1998）。Marwick（2013）发现网络名人们乐于展示

个人品位，渴望参与时尚，但却没有体制内媒介机构或主流媒体能够为她们提供机会，因此她

们便通过社交网络进行自我展示，尽管最初的展示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当这些具有冒险性的品

味展示受到足够多观众认可后，也就是在“参与性文化”的影响下（Jenkins，2006），网红通过个

人展示和与观众的互动使其拥有了“文化资本”，并进一步将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因此，

名人不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状态，而越来越可能成为一种职业选择。

五、  网红与网红经济的本质

网红是那些在互联网上引起大量关注的“人”，这部分人随着其粉丝数量的增加，小群体的

关注逐渐演变成社会范围内的大面积关注，大量网红的出现也使其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同

时，前文已经提及，网红们可以通过例如广告植入、品牌代言、进入演艺圈、粉丝打赏和产品销

售等方式进行流量变现，其中通过自建网上店铺实现自有产品销售而变现的电商是其中一种

典型的代表，这是目前发展最为成熟经济规模最大的一种变现模式。由此看来，网红在不断发

展过程中已经从单纯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下面就对网红的社会学和经

济学本质进行分析（见图2）。

（一）社会学本质分析

从社会学角度，不同类型的名人具备相同的社会实践者本质。传统意义的名人是一个名

词，是一种二分法的个人特质：一个人要么是名人，要么不是。与传统名人的静态名词属性不

网
红
与
网
红
经
济

经济学

本质

社会学

本质

商品性 实践者

• 媒介和娱乐产业的产品：

  既作为文化工作者得到

  报酬，又作为资产受益

  于个人资本的商品性

• 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推广工具

• 粉丝群的持续维护

• 亲密感、真实性和接近性

  的表现

• 具有消费性的角色建构

 
图 2    网红与网红经济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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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Marwick和Boyd（2011）认为，我们应将新型名人看做一种习得的行为，而不是一种与生俱

来的特性。网红是一种有机的、变化的表演性实践，而不是一系列内在的个人特征或外部标签，

这一实践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粉丝群的持续维护；亲密感、真实性和接近性的表现；具有消费性

的角色建构，同时这三点也是网红经济得以出现的社会学基础。

现在，名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实践：观众被看成是粉丝群体；知名度通过持续的粉丝

管理得以维持；自我呈现被小心翼翼的建构，从而用于他人消费。网红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状态

和一系列操作行为下的结果。他们将知名度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通过社会化媒体维持和扩大

自己的观众群；他们将朋友或关注者看成是自己的粉丝群体；运用多种相关技术对粉丝进行管

理，得以积攒自己的知名度；看似随意实则策略性地呈现并建构出易于他人消费的自我形象。

随着网红对传统名人生产模式的使用日益熟练，他们最终也会走向他们曾经宣称要改变的那

种遥不可及的名人形式。名人已经从一种精英性和神奇性的状态成为一种几乎是日常生活的

合理期望。

（二）经济学本质分析

首先，网红是媒介和娱乐产业的产品。名人是媒介集团实现内容跨平台流转的工具性商

品，网红也已经或正在成为这样一种工具性商品。既然作为一种商品，网红的制造必然是出于

利益目的，这种利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个人利益，其实现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第一，作为文化工作者，得到劳动报酬，如直播平台的签约网红主播，他们既能获得平台支

付的工资报酬，还能获得观众的打赏分成。

第二，作为一种金融资产，通过商业化从中受益。网红将自己的公众形象作为商业资产进

行培育和打造，随着知名度的扩散，其营利能力也相应提高，这一点在视频网红Papi酱的案例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16年2月Papi酱凭借原创搞笑短视频走红网络，随着影响力的急速扩散，

先后获得真格基金和罗辑思维等共计1 200万元的融资，随后又将首次贴片广告拍出2 200万天

价，并且先后代言了奢侈钟表品牌积家和运动品牌New Balance。所以，网红和名人一样在相同

的商品属性本质下，其生产目的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名人本身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在大

众传媒对应的媒体奇观时代，名人是被制造和掌控的对象；而社会化媒体语境中，网红则是自

发地利用媒体制造了一种新的个人奇观。

其次，网红与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消费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与名人一样，网红在个人

主义、消费主义、民主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主要功能。他们都可以作为消费主义价值

观的推广工具，媒介文本经常把名人塑造为消费行为和消费理想的典型。一方面，他们将名人

的商品消费情境刻画出强烈的奇观性和高昂性。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具体的消费行为细节建

构出名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即制造与普通消费者之间的相似性。网红则是通过自己的媒介文本

完成“景观化”和“相似性”两方面的表现过程，甚至达到比传统名人更好的推广效果。原因在

于，传统名人在媒介集团的推动下，一经成名，他们的生活便已经呈现出强烈的景观性，尽管事

实上他们也作为普通人而存在，但观众在认知上已经倾向于前者，反而导致在“相似性”的营造

上存在悖论（Dyer，2003）。因此，在构建相似性和获取观众信任方面，相比传统名人，网红反而

具有先天的真实性优势。

当围绕网红出现的社会商品消费渐成规模，并且出现批量供应之后这种网络营销模式就

被业界人士称为“网红经济”，网红经济是通过产品供应端来命名的，但其本质是粉丝消费及其

参与性文化的盛行。粉丝消费最大的特点在于粉丝是一群“过度的消费者”（excessive consumer，
Davis和McGinnis，2016），更是一群“完美的消费者”（consummate consumer，Yoshimoto，2005），
与传统消费者相比较，粉丝消费者更加忠诚、更具仪式性、更加愿意分享并且经常形成社群消

费；与传统消费行为相比较，粉丝消费行为表现出了冲动消费、过度消费和超常消费；与传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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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心理相比较，粉丝消费心理更加表现出强迫性和上瘾性的特征（刘伟和王新新，2011）。另外，

粉丝消费的参与性更是网红经济的一大特征，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

心的伯明翰学派在研究中就指出青年消费者在挪用和转变文化制成品方面表现得异常积极和

富有创造性（杨玲，2011），如今网红经济为青年消费者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具参与性文化的消费

体验，在网红经济中大多数粉丝群体都是以青年为主，这些社群化的粉丝群体已经参与到了网

红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中。

六、  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网红作为一种新型名人，其生产方式、变现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其已经不仅仅

是一种单纯的媒介现象，更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网红经济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

生。网红经济保持着极快的发展速度，从最初开始于个别女性时尚服装领域到现在已经发展到

了社会商品的各个领域，其已经从一种个别现象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普遍性的网络营销现象，很

多利益集团也开始“生产”网红，目前网红经济虽然不能改变社会的整体经济形态，但随着其越

发普遍的存在，已经悄然改变了娱乐业、文化业和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生态链。过去网红经济

中的网红兼顾了自我知名度制造、粉丝聚集、商品选择、制造与售卖等多重角色，未来随着网红

经济的普遍化、产业化，网红将专业化地承担虚拟或真实形象的媒体展示，其他所有职能将由

背后的团队去实现。

网红和网红经济的出现与发展从理论层面来看，其不仅拓宽了名人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更

改变了对传统名人经济的理解；从实践层面来看，网红已经成为了娱乐和媒介产业的产品，其

甚至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推广工具，网红经济为传统的电商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突

破口。由此可见，网红和网红经济已经成为了我国当前的一个热点经济现象，但是通过分析我

们发现相关研究却相对滞后，特别缺乏一些理论层次较高、分析较为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在名

人理论视角下通过文献述评的方式对网红进行了身份的定位，厘清了网红在我国的发展史，探

讨了其与网红经济的本质与内涵，希望能够为与网红和网红经济相关的经济学和营销学的研

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综上所述，结合本文的逻辑，未来研究可能存在如下几个重要的方向。

1. 以网红现象为现实依据，进一步丰富名人理论。自从19世纪第一个名人诞生之后，名人

作为一种现象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对象，继而形成了名人理论，相关研究者在对名人近百

年的研究中都遵循着“从实践到理论”研究模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新型名人的大量出现

更使得名人理论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Gamson在2011年对现当代的名人进行了重新归类

和解释，但我国网红和网红经济现象的出现再次对Gamson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未来研究既需

要进一步对网红这种新型名人的生产方式、特点和构成进行分析，不断丰富名人理论的内涵；

又需要对以网红为代表的新型名人的变现方式、经济活动特点和商业模式进行研究，不断拓展

名人理论的外延。

2. 网红个人网络品牌的塑造与营销机制的研究。个人品牌在近十年来受到了学术界前所

未有的关注，究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Khamis等，2017）。
目前，我国网红实现资本变现的主要基础也是通过个人品牌的塑造来实现的，这也成为了网红

经济出现的契机，网红线上个人品牌的塑造与传统名人线下的个人品牌塑造存在很大的区别，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如下主题：虚拟空间中网红个人品牌的塑造过程；网红个人品牌塑造的

影响因素研究；网红的生产与专业化发展；网红个人品牌塑造与传统名人个人品牌塑造的联系

与区别。从营销机制的角度来看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如下主题：网红电商的商业模式与营销策略

研究；网红电商流量变现与粉丝聚集的冲突与促进；网红电商粉丝集群化或社区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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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红经济的理论问题研究。目前，网红经济是行业实践者所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在学

术界尚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本文依据从实践到理论的论述路径对网红经济的内涵进行

了简单的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出网红经济与粉丝经济等非正式的经济形式有着很多雷同之处，

同时又表现出了其独特的特点。未来研究可以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经济学、营销学和管

理学等理论继续从网红经济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发展趋势以及与其他经济形式的关系和相

关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推动网红经济的学理性研究发展。

4. 网红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问题研究。在网红流量变现方式日益丰富和成熟的情况下，围绕

网红产生的消费和经济活动成为了电子商务的一大热点，甚至成为了突破电子商务发展瓶颈

的重要途径，但是网红经济尚处于萌芽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将遇到很多问题和阻碍，这

就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契机。作为一个中国特有的网络经济现象，研究者可以从两方面对其进行

研究，一是网红经济对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作用研究，比如网红经济创新商务模式研究、网红经

济与传统电子商务的比较研究、网红经济中的新营销手段与策略研究等；二是网红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研究，比如网红经济发展困境研究、网红的成名时间与网红经济研究、粉丝的维持与网

红经济研究等。

5. 网红与网红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研究。网红及其相关营利模式的出现不仅为我国电子

商务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而且形成了网红经济这样一种特殊的营销方式，目前网红

经济正在从个别现象向规模化供给发展，那么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如何既能够让这种新型

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健康快速发展又不至于出现“一管就死”的情况将成为相关学者和管理部门

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未来研究者可以关注如下研究主题：网红经济背景下《网络交易管

理办法》的适用性研究、建立健全促进网红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研究、网红网络行为的规定与

管控研究、粉丝行为的管控与网红的连带责任研究、网红经济视角下粉丝社群的管控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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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hong and Wanghong Economy:
A Review Based on the Celebrity Theory

Sun jing1,2,  Wang Xinxin1

（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hanghai Chenguan Dairy Co., LTD, Shanghai 201499, China）

Summary: Wanghong is a new-style celebrity and Wanghong economy is a new e-business mode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s Wanghong and Wanghong economy both are new phenomena of
internet marketing and e-commer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research is still in an initial
stage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Based on the celebrity theory and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initially  defines  the  phenomenon of  Wanghong and Wanghong economy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Wanghong and Wanghong economy, and explores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essence.
　　Wanghong has evolved into the third gene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from
the late 20 century and the early 21 century. Compared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 Wanghong,
the third generation has become a new form of internet economy which has diversified abilities of
liquidity and huge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Wanghong economy has developed a new type of e-
commerce model, and potentially exerts influences on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entertainment industry,
culture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o on.
　　Wanghong is a new type of celebrity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societ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Among these  facto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s  the  technical  support,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space provides the path of re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works as their
motivation.  Wanghong,  as  a  typical  style  of  new  celebrity,  has  widened  the  extension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elebrity theory and also promoted its development in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Wanghong essentially is an organic and changing practice of
presentation, while it is not a personal interior character or external tag. Wanghong, like a spectacle, has
been practic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taking spectators as their fans, well keeping popularity by fans
management, considerately constructing their image by self-presentation so as to be consumed by the
public. With the increasingly mature of Wanghong production models, Wanghong would finally arrive
at the same stage of the traditional celebrity, which is claimed to be changed. The celebrity has become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daily life from the original elite and magic status.
　　From the view point of economic natural of Wanghong and Wanghong economy, Wanghong is the
product of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also keeps close touch with commodity consumption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As merchandise, profit is the main pursuing goal of Wanghong. They gain
payment of labor as a cultural worker and bonus as a financial asset. As a promotional tool, Wanghong,
like  the  traditional  celebrity,  is  usually  shaped  to  be  a  perfect  type  of  consuming  behavior  and
consumption by media. On the one hand, media texts depict the celebrity’s consumption to strong
spectacles  and extravag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eliberately use some details  of  cons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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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to construct a similar scene of the celebrity’s daily life as the ordinary. Wanghong could use
the internet media themselves to perform the “spectacle” and “similarity” of consumption, and even
obtain a better promotional effectiveness than the traditional celebrity.
　　In future research, these following topics could be focused on: Firstly, the celebrity theory could be
further studied and enriched based on the Wanghong phenomenon. Secondly, the personal branding and
marketing mechanisms of Wanghong are worth studying. Thirdly, Wanghong economy needs to be
studied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iew point. Finally, some legal problems of Wanghong and
Wanghong economy management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Key words: Wanghong; Wanghong economy; celebrity theory; research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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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basic ideas and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academia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uniqueness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which is an endogenous organization of CSR,
which helps academia to remold the cognitive framework of CSR practice organiz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SR practice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there are three perspectives: economic sociology theory,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and stakeholder  theory.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ascribe  to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mission,
the theory of operating process mechanism within an organization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value
creation. Furthermore, researches ab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growth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view, stakeholder appeal view, strategic orientation
view,  leader  value  view and other  perspectives.  Finally,  the  growth and operation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have reached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ensus i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business model, but their growth space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can overcome the ambiguity of
stakeholder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balance of dual objectives.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ition,  all  kind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the social pressures faced by enterprise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so it  is urgent for
academia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upport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on  the  basi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is necessary for academia to explore the localized evaluation index and certification
system of the benefit corporation, thereby driv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change into the value of mutual
benefit, sharing and win-win.

Key words: hybrid organizations; B-Corps （benefit corporations）; operating dimens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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